
复制的纹理
———从战国织锦看中国交织的早期原理 *

罗茜尹 (扬州大学)

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 ， 由于文物实证的缺乏 ，国
际考古界普遍认为 ， 中国先秦时期对于经纬交织的

技术掌控 ， 应仍停留在最原始的需要依靠手工进行

挑经穿纬的阶段。 对于此类质疑，仅仅拥有先秦时期

的织物实证并不足够 ， 需要拿到确据年代的技术证

据方能自辩 ，然而直到今日 ，在图像 （如壁画 、帛画 ）、

实证 （如织机 、工具 ）、文献等方面均未出现能证明先

秦时期已具有提经机械的直接证据。 幸运的是，1982
年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了一种主要用作紟面

和衣物缘部的三色锦①———“舞人动物纹锦 ”，它的织

纹及其纵贯面料的一系列不断重复错位的局部纹

样 ， 成为了证明战国时期中国织造技术能力的有力

旁证。

就现有文物实证来看，人类对于纺织技术的摸索

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 ， 对于独立发现并广泛使用蚕

丝技术的古代中国而言 ，类如 “舞人动物纹锦 ”的战

国织物既是纺织技术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坐标 ， 也是

理解古代中国纺织技术长期保持先进性的必要桥

梁。

一、织错未改的“舞人动物纹锦”

由动植物纤维交织形成的纺织面料因其有机质

属性极难保存， 除 1926 年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遗
址中发现的半个蚕茧②外 ，直到商周时期 ，也仅余一

些残损印痕。

20 世纪 50 年代前后 ，长沙子弹库楚墓 、陈家大

山楚墓 、 仰天湖楚墓及河南信阳楚墓等墓葬陆续丰

富了先秦纺织 、服饰的图像 、造型信息 ，而 1982 年湖
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 （以下简称马山一号楚墓 ）更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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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土了迄今为止保存情况最为良好 、 工艺规格也最

为完整的战国时期随葬织物 ， 对于纺织议题的相关

研究意义重大。

1.织错的舞人动物纹锦
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各类衣物 、衾被中 ，刺绣面

料均用于衣物袍面或衾被主料 ，而织锦除 “凤鸟凫几

何纹锦 ”、“小菱形纹锦 ”、“E 型大菱形纹锦 ”及 “舞人

动物纹锦 ”在袍面或衾面出现外 ，马山一号楚墓出土

的所有织锦 （包括上述 4 种 ）都主要作为领 、袖缘等

边饰用料 ，各色织锦在色彩上整体也以棕色为底 ，比

之刺绣用色要显得暗沉 ，在装饰上起到 “压边 ”的作

用。

总计 13 种共 39 片 （块 ）织锦文物 ，在花纹尺度

上 ，单位纹样最宽的为报告中称为 “舞人动物纹锦 ”

的织物，其单位纹样高 5.5 厘米，宽 49.1 厘米。 “舞人

动物纹锦 ” 由搭架成三角区块的长方形装饰条进行

区隔 ， 每一个装饰条中分别饰以简洁的龙纹或几何

纹（图一）。 而在每一个三角形区块中，则分别以成对

纹样进行装饰填充 （图二 ）。 《江陵马山一号楚墓 》报

告中称 ，此 “舞人动物纹锦 ”的填充主题从左到右分

别为 ：对龙 1、对凤 1、麒麟 、对龙 2、对凤 2、舞人 、对

龙 3 （图三 ），但实际在面料最左侧即对龙 1 纹样的
左侧还有一组对龙 2 纹样 ， 而对龙 3 纹样的右侧则
有半个对凤 1 纹样（图四）。

可以说 ， 在规矩中形成变化正是 “舞人动物纹

锦 ” 的纹样特征 ， 而这规矩的排布与局部对称的结

构 ，也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 “舞人动物纹锦 ”的问题 ：

织纹最左侧的三角区块中 ， 构成三角区域的矩形部

分出现了明显错位 （图四 ），若再进一步比较此区域

与整体纹样的中间区域 （图五 ），会发现被称为 “对龙

2”的纹样中也有不同。 而纵观整幅面料还会发现，这

一出现在织纹最左侧的错位是随着单位纹样 ， 在面

料的经向上完全一致的重复出现的（图六）。

这样的错织，在今日看来若非考古绘图的一一摹

绘 ，并不容易发现 ，毕竟织物已暗黄糟朽 ，但这一 “隐

藏 ”的错误 ，却又是中国古代织造技术得以正名的重

要证据。 若按照以往学界的猜测，即先秦时期的中国

图一 “舞人动物纹锦”花纹区隔带

图二 “舞人动物纹锦”

图三 “舞人动物纹锦”填充母题

图四 “舞人动物纹锦”纹样线图

图五 “舞人动物纹锦”两处“对龙 2”纹样比较

图六 “舞人动物纹锦”在经向上重复出现的错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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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九 四重经组织提经示意图

在织造花纹时 ， 是通过手工挑经穿纬而得以交织的

话 ，那么对于织手来说 ，这种错位的问题即便出现一

两次 ， 也应该不会在同一纹样的相同位置不断重复

出现 ，由此来说 ，从交织技术的角度来看 ，此 “舞人动

物纹锦 ”的织造必然是通过一个预先设定好的 、只能

机械重复一种“命令”的装置来辅助生产的。

2.错织难改
“舞人动物纹锦” 与马山一号楚墓及先后发掘出

土的同时期织锦 （如 2007 年江西靖安东周大墓出土
的狩猎纹锦 ），均是一类今日我们习惯称之为 “经锦 ”

的以经线供应织物花纹色彩的经显花织物 ， 此类织

物的织造从 2012 年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的织机模型
（图七 ）及汉代画像砖的织机图像 （图八 ），以及后世

的织机实物来看 ，主要是应用综框提经 、竹蹑提综的

方式来完成的。

从交织原理来说，经锦的交织是用纬线确定色经

位置的一种技术形式 （图九 ），判断织物时 ，有几种色

经 ，我们就会称其为几色经或几重锦 。 具体织造时 ，

人们会使用综 （一组与经线呈垂直排列的 ，具有承托

经线能力的线组 ，如图一〇 ），将需要提起的色经统

一提拉 ，在经线组间形成开口 （图一一 ），以便纬线快

速通过。 每一组与经线垂直的综可以通过联动提经，

管理一行色经的显现 ，但需要在装机时 ，根据花纹 ，

预先将每一行所需要显现的色经预先安置在综线的

岔口之上 （图一一 ）。 理论而言 ，一件经锦织物 ，其单

位纹样依经线方向自下而上由多少行纬线与经线交

织而成，那么就需要多少组综来对经线进行管理。

“舞人动物纹锦”在《江陵马山一号楚墓》的报告中

说它的单位纹样高 5.5 厘米， 且纬密是 52 根/厘米③，
也就是说，织造“舞人动物纹锦”的一个单位纹样，需要

织纬 5.5×52 次，即需要 286 根纬线才能织完一个单位
纹样，那么按照织造经锦的综蹑织机逻辑，就是理论上

需要装入 286 组综才能完成一个单位纹样的织造，这
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（实际织造时，经过南京云锦研究

图七 2012 年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的织机模型

图八 汉画像砖上的踏板织机

《中国科学技术史·纺织卷》：第 189 页

图一〇 用于提经的综

网络图片

图一一 被“综”区分形成“开口”的经线
网络图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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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云锦工艺传承人王继胜老师研究， 可通过排列组合

的方式将“舞人动物纹锦”控制在使用 110 组综进行织
造）， 而在中国丝绸博物馆复原的老官山汉式织机上，

仅 86 片综就已经必须分上下两排安置（图一二），且十

分拥挤了。

“舞人动物纹锦” 的错位， 是在织机装造的过程

中出现的问题 ，穿综时 ，对 “龙纹 2”右侧龙尾到前肢
部分的色经被并排穿引了两次 ， 因此最终形成了织

造时的错位 ，但若要调整这一问题 ，按照 “舞人动物

纹锦 ”156 根/厘米的经密及其三重锦的结构来看 ，虽

然错位部分仅占整个单位纹样的 2%，但重新穿综数

却不少于 3000 次。相较于其相对不明显的错位而言，

重新装机的耗费太大 ，或许这也是 “舞人动物纹锦 ”

最终以错织面貌出现的根由。

错织却难改 ，“舞人动物纹锦 ”或许因此而有瑕 ，

但若没有 2000 多年前的这一错， 以及江陵马山一号

楚墓这得天独厚的墓葬环境 ， 今日的我们仍无法证

明先人早已拥有的技术水平。

二、拘谨织就的战国织纹

对于 “舞人动物纹锦 ”来说 ，错织或许并不是最

大的问题 ，若横向比较马山一号楚墓中的织绣纹样 ，

或纵向观察历代织纹的发展趋势 ， 我们会发现战国

时期的织纹只是中国织造技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早

期阶段。

1.战国织绣的纹样尺度
在马山楚墓的衣衾图案中 ，以 “织 ”形成花色的

主要有 14 种 ，包括绮 1 种 ，锦 9 类 13 种 ，它们被用

于多件衣衾的缘边或主料 ， 但在用色上没有超过 3
色的 （包括经线 3 色及与某一经线同色的纬线 ），单

位纹样高度则在 10 厘米以内 ；与之相对的 ，出土绣

品共 21 件 ， 多以素绢 （没有花纹的平纹丝织物 ）为

地 ，绣线总计用色包括 “棕 、红棕 、深棕 、深红 、朱红 、

桔红、浅黄、金黄 、土黄 、黄绿 、绿黄 、钴兰 ”④等 12 种 ，

单一面料中 ，用色一般不少于 3 种但不超过 6 种 ，绣

纹舒展活泼 ， 单位纹样无论高度 、 宽度都远大于织

纹，其中单位纹样最宽的绣纹 ，见于 N10 凤鸟花卉纹
绣浅黄绢面绵袍的袍面 ，《江陵马山一号楚墓 》 报告

中将此绣纹称为 “凤鸟花卉 ”纹之四⑤，绣纹单位纹样

高 57 厘米宽 49 厘米 ； 单位纹样最高的绣纹 ， 见于

N7 对凤对龙纹绣浅黄绢面衾上 ，报告中称其为 “对

龙对凤 ”纹绣 ，其绣纹单位纹样宽 22 厘米 、高 181 厘
米⑥。

首先来看 ， 单位纹样最宽的绣纹 ， 此绣纹见于

N10 凤鸟花卉纹绣浅黄绢面绵袍的袍面 ， 此绣纹单

位纹样高 57 厘米宽 49 厘米 ， 比宽度虽在 49.5 厘米
但高度只有 5.5 厘米的“舞人动物纹”锦 ，在装饰效果

上，显然要丰满活泼许多（图一三）。

再看单位纹样最高的绣纹 ，此绣纹见于 N7 对凤
对龙纹绣浅黄绢面衾上 （图一四 ），绣纹单位纹样宽

图一二 中国丝绸博物馆制“五星出東方利中國誅南羌

四夷服單于降與天無極”锦的织机侧面，86 片综框拥挤
排列的状况

图一三 “凤鸟花卉”纹之四局部⑦（王亚蓉研究员复

制）与“舞人动物纹”锦纹样局部等大比较示意图

图一四 N7 对凤对龙纹绣浅黄绢面衾
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》：第 152 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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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一五 “对龙对凤” 纹绣单位纹样绘稿及局部
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》：第 152 页

22 厘米高 181 厘米 ， 由八组单脚独立的龙或凤沿面

料纵向排布 （图一五 ），每一组的龙或凤的高度均有

20 厘米左右 ， 而再反观江陵马山一号楚墓中的交织

物， 其中花纹经向跨度最大是一件残高 12.4 厘米的
大菱纹锦 B 型⑧（从织造技术的角度而言 ，此大菱纹

锦花纹上下对称 ，因此实际织造时 ，有效的单位纹样

只需 6.2 厘米左右即可 ），若依照大菱纹锦 （B 型 ）的

纹样尺寸去对比 ， 凤鸟的形象大约只能出现半只左

右（图一六）。

而若想仅用一件绣品就了解江陵马山一号楚墓

的刺绣神韵 ，N2 蟠龙飞凤纹绣浅黄绢面衾 （图一七 ）

应该就是最好的选择了 ，此衾上的 “盘龙飞凤 ”纹 ，单

位纹样高 72 厘米 、 宽 44 厘米⑨， 绣线虽仅用棕 、深

红 、土黄 、浅黄 4 色 ，却搭配出富丽大气的装饰效果

（图一八 ），让人不禁想问 ，既然 4 色都可以配出如此
绚丽的效果，为何江陵马山一号楚墓的织物却只用 3
种颜色就“满足”了呢？

这一问题的答案就在经锦技术的发展之中，前文

已经提到 ，经锦的织造需要预先绷拉经线 ，且每增加

一色 ，就需多预备一组经线 ，应是出于材料或者综框

条件的限制 ， 战国楚地的交织尚无法支持 4 色经线
的织造 ， 当然也有可能是现有文物中并没有出现更

高级别的楚时遗存 ，故而无法得见楚地的 4 色经锦 。

不过在不久之后的汉代 ， 东汉文字锦等实证都已向

我们证明 ， 经锦织物的色彩问题 ， 在那时已得到解

决。

2.历代织纹的进展
从丝织技术的角度将战国与两汉放在一处探讨 ，

是因为两汉之前 ， 古代中国的丝织所采用的都是经

线供应花纹色彩的工艺 ，而从经锦的装饰效果而言 ，

战国与两汉的最大差别在于单位纹样中的色彩数

量。

现存的战国织锦， 多数以 2 色进行纹样表现 ，但

图一六 对龙对凤纹与大菱纹锦 B 型纹样比较图

图一七 蟠龙飞凤纹绣浅黄绢面衾

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》：第 142 页

图一八 “蟠龙飞凤”纹绣单位纹样绘稿
《章服之实》：第 145 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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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等地出土的已有一定规模的东汉织锦 ， 纹样色

彩多在 4—5 色 ，无论从材料成本或是织作难度上都
已发生明显的变化。

从织物宽度而言 ， 战国与两汉的织锦宽度都在

50 厘米以内 ，而同样宽度的织物 ，战国时期的织锦 ，
以马山一号楚墓为例 ， 经线排布最密的是以 3 色色
经形成纹样的 “舞人动物纹 ”锦 ，其经密是 156 根/厘
米 ；到了东汉 ，类如 “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”锦这样的 5
色色经的织物 ，其经密已达到 220 根/厘米 ，即便是 4
色色经形成的织物，经密也达到 170 根/厘米以上⑩。
织纹中每增加一个颜色，相应增加的是一系列的

成本与工艺负担，比较而言，古人显然更愿意接受“先

苦后甜”的织造体验，因为即便装机过程再为繁杂，一

旦装机完成 ，后续工作仅剩相对机械的 、仅由单人即

可完成的踩踏踏板进行提经，再以手抛梭穿引纬线的

工序了。 因此，在两汉之前的以经线供应花色的经锦

织造过程中， 人们更多地关注如何完善织机架构，以

达成高效生产的目的，而滞涩的提经操作显然影响了

整体的织造效率 ，那么面对这一问题 ，古人的应对方

式又是什么呢？

我们既能看到类如 《三国志·方技传 》所载的 “旧

绫机 ，五十综者五十蹑 ，六十综者六十蹑 ，先生患其

丧工费日 ，乃皆易以十二蹑 ”，类似于 “合并同类项 ”

的工具简化 ； 却也看到了层出不穷的 5 色经锦织物
相继出现。

人们对于效率的看重与对装饰多元的诉求不断地

相互冲击， 显然就战国与两汉而言， 在织锦的设计之

中，战国时期的织锦尚关注成本的耗费，愿意使用替换

配色等“巧”法来形成变化；到了西汉之时，丝路商贸的

发达，文帝时期就已有富商使用锦绣铺陈墙面輥輯訛，人们

对于织纹的设计也就开始不计工本起来。

纵观古代中国的经锦实证链，色彩最丰的也不过

5 色，单位织纹最高的也未超过 10 厘米 ，而两汉与战
国织纹的差别除色彩增加外 ， 纹样设计时多考虑曲

线连接 ，尽量破除横平竖直的区块感 ，呈现比之战国

织纹更加活泼自如的装饰效果。

然而尺度、色彩的限制显然也成为了两汉织锦亟

待解决的问题 ，就历史的发展结果来说 ，最终的解决

方案几乎颠覆了整个中国丝织的技术传统 。 经与纬

的交织 ，只在经线与纬线之间 ，但每多一根经线 ，每

穿绕一次纬线，其中的变化却都让我们费心琢磨。 或

许正是这需要 “步步为营 ”的 “算计 ”，成就了中国古

代交织的繁荣与“精打细算”的特质。

江陵马山一号楚墓中所使用的绣线虽有 12 色 ，
但在每一件绣品上却也并未出现同时使用它们的状

况，21 件绣品能清晰辨别图样 、色彩的有 18 件 ，其中
选用 5 色绣制的 3 件 ，4 色绣制的 5 件 ，3 色绣制的 6
件，2 色绣制的 3 件 ， 另有一件则用了 7 种颜色来绣

制 （图一九 ）。 然而这件使用了红棕 、棕 、黄绿 、土黄 、

桔红、黑、灰等 7 色輥輰訛（图二〇）来完成的 N9 龙凤虎纹
单衣上的绣纹 ，似乎也未必比 4 色绣制的 N2 蟠龙飞
凤纹绣来得丰富（图二一）。

究竟哪种配色的方案最优 ，其实见仁见智 ，我们

也无法在文物中一一分辨 。 但从发掘并复制了江陵

图一九 N9 龙凤虎纹单衣复制件（王亚蓉研究员复制）
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》：第 150 页

图二〇 N9 龙凤虎纹单衣复制件局部
（王亚蓉研究员复制）

《章服之实》：第 144 页

图二一 4 色绣制的“蟠龙飞凤”纹复制件局部
（王亚蓉研究员复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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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山一号楚墓绣品的王亚蓉研究员的工作成果中 ，

我们或许会发现 ，4 种颜色应已足够形成一幅华彩图
景 （图二一 、图二二 ），鲜亮活泼的浅色 、沉着大气的

深色相互衬托又彼此制衡 ， 节奏明快地交织出斑斓

而丰富的色彩感觉 ， 这或许就是江陵马山一号楚墓

那么引人注目的原因吧。

秦统一天下，楚地风华终隐没于大一统的庄严之

中 ， 即便是刺绣似乎也难再有那洒脱与奔放的楚地

风姿 （图二三 、图二四 ）。 交织也因受到技术的局限 ，

而长期处于 “制式化 ”的阶段 ，不是一条条的横向条

纹 ，就是在对一个单位图案的不断重复 （图二五 、图

二六）。

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探索之后，我们从最初的只能

表现几何纹样 （图二七 ），到能够织就各种具象形式

（图二八 ）， 人类交织世界的缩影都在古代中国一幕

幕地上演了。

动物 、植物与人 ，抽象 、具象与夸张 ，人们认识世

界 ，又进一步构建自身的文明 ，这有形的纹章与无形

的文化最终都在交织的世界凝固、存留。

图二三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西汉乘云绣纹绮

图二二 N10 凤鸟花卉纹绣浅黄绢面绵袍
用 4 色纳绣的领缘局部（王亚蓉研究员复制）

《章服之实》：第 144 页

图二四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西汉长寿绣绢

图二五 （清）红地八宝长圆寿字织金锦

图二七 “舞人动物纹”锦复制品
南京云锦研究所

图二六 （清）蓝地织金卷叶牡丹妆花缎（传世品）
南京云锦研究所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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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二八 （清）蓝地织金卷叶牡丹妆花缎（传世品）
南京云锦研究所藏

三、织纹进程中的先秦积淀

我们无法用考古实证来证明，古代中国的交织技

术从经显花走向使用纬线供应花纹的纬显花技术 ，

究竟是出于自主的研发还是出于对中国以西交织技

术的“拿来”。 但就织机架构而言，无论是两汉以前即

已普及的综蹑系统 ， 还是两宋之时方见记录的花楼

装置 ， 所有工具与组合均为理解了经纬交织后的原

创设计。 而这些与经线相连的工具装置，其目的仍是

为了全面保障织造效率。

但若真能了解经与纬的相互交错，能够明白中国

古人在技与艺间不断的斡旋协调 ， 或许就能明白这

1000 多年的积淀与历程是多么的脚踏实地与步步为
营 。 18 世纪之后西方由纺织引发的工业革命的浪潮
一朝席卷 ，让 20 世纪以来的国人深信若不是明代的
封建专制极力发展强调手工的纺织生产 ， 中国的丝

织就不会面临倒退的景况。

然而汉代已有确据的综蹑织机早已完成单人织

机的最高织造效率 ， 宋代小花楼织机则在增加拽花

手的人力成本投入后完成了提花织机的饱和效能 ，

讲究材质而淡化装饰的元代织造只发展了织金的能

力 ， 明代吸收前代之所长 ， 在服务天子的织纹设计

中 ，不仅在线材使用上又增加了孔雀等禽鸟羽线 ，在

机具装置上更改良了小花楼织机的花本系统 ， 最终

才在已最大限度地调动机具效率的情况下 ， 在引纬

环节以配合局部绕织的方法 ， 在节省线材又丰富色

彩的同时达成 “轻凊 ”透气不拘一格的织造巅峰 ，其

成就至今仍屹立于人类纺织的巅峰未被替代。

战国织造不是中国古代纺织技艺的开端，它的样

貌也似乎稚拙单调 ， 但正是这份向技术阶段性妥协

的稚拙与单调 ， 不仅让我们读到深埋于古代中国人

心中那份不史不野文质彬彬的智慧 ， 也让我们看到

古人在全面掌握交织技术上的一丝不苟。 可以说，古

代中国在纺织技术上 ， 能够在手工业时代的世界纺

织界独领风骚 ， 其基础就是在先秦以前探索经向显

花技术时所打下的 ，手脚并用的高效织造 ，定位丝缕

的预设调控 ， 不一味陷于装饰而是控制成本追求效

率的努力 ，都为之后的中国纺织打下了高质 、高量的

生产基础 。 即便丝路让中国的桑蚕种育技术带往国

外 ，直到清末的丝绸贸易中 ，中国丝织仍能以最高信

价比稳站国际市场。

经与纬的交织 ，是人类造物的历程碑 ，每一件拥

有花纹的织物 ，它们是人们在满足了衣料需求之后 ，

将自己的审美旨趣落实与呈现的重要载体 ， 一件件

的织物是文化与技术的碰撞 ， 也是今日的人们发现

与理解历史的依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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